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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愈发体现出重要的作用，而城市的发展机制自古暨有并从
未间断。通过对中国城市初始演化的路径进行分析和运用数据模型论证各时期影响城市数量的主要因素与
特征发现，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地理禀赋、经济机制、道德文化、政治体系，且四种因素在不同阶段体
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上述四种驱动因素分别发挥主要作用的机制背景下，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具有
代表性的城市发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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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的规模与发展一直处于动态的历史演化进程之
中，古代城市发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但城市
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思想变迁问题却是一脉相承。［１］城市
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在初期时往往伴随着工
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而发展。但以经济思想的视界对城
市演化路径选择的关注和城市演化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较

少。而且城市演化思想作为经济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往往与其他经济现象结合在一起，很难独立形成自己的
逻辑体系，这也构成了城市演化思想不被人重视的一个
原因。
目前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献在阐述城市的演化脉络

时更多的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探析特定时期的发展特征，
缺乏从经济思想视角对于城市演化思想的完整性梳理。
本文试图从形成中国古代城市演化路径的驱动因素切

入，辅以连续历史时间序列下相关定量分析的研究佐证，
剖析城市发展思想演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各个因素在不同

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特征，探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思
想脉络与进程，为现代城市化趋势和城市演化思想做出
传承借鉴与变迁视角的研究尝试。

　　二、模型构建、变量说明与因素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了探寻并说明影响中国城市演化路径的驱动因

素，以及在此因素作用下相对应的城市经济思想的演化
特征，尝试构建基于连续历史时间的序列模型，进行定量
性的分析佐证与因素提取。
研究所采纳的数据分别为郡县数量、人口数目、耕地

面积、国土面积、官吏数量五个描述变量。其中，本文人
口与耕地面积的数据选取主要以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
田地、田赋统计》、杨子慧《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葛剑
雄《中国人口史》等为依据；国土面积的数据选取主要以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葛剑雄《疆域与人口》等
为依据；郡县数量以县为统计对象，数据选取主要以《通
典》、《元史》、《明史》《清史》以及吴逢辰《千年县衙》、严耕
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等为依据；官吏数量的数据选
取以杜佑《通典》、《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剑桥明代
史》、《中国历代职官通典》等文献数据为依据。根据变量
的时间连续性，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从公元前２２１年至
公元１８２９年，并以５０年为分期标准，共选取了２５２个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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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取变量的数据统计，设定回归方程为：

ｌｏｇｙ＝β０＋β１ｌｏｇｘ１＋β２ｌｏｇｘ２＋β３ｌｏｇｘ３＋β４ｌｏｇｘ４＋ε
其中：ｙ表示县制数量，ｘ１ 表示人口数目，ｘ２ 表示耕

地面积，ｘ３ 表示国土面积，ｘ４ 表示官吏数量，ε表示随机
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分析变量包括县制数量和其他主要控制变量：

１．县级数量。秦统一各国后郡县制作为中央统治
地方的制度一直沿革，虽然各个朝代实行的统治层级不
尽相同，但“县”作为一种基本的统治区域划分而长期存
在，划分标准大致相同。古代中国尚未有现代意义的城市
概念，本文尝试以县作为“城”的概念进行分析。

图１　县级数量变化图（单位 个）

２．人口数目。本文的人口统计标准是在国家统一
时期，以当时国家统计的官方数字为准，在各国分裂时期
的数据以各相持国家的总和为准。当统计口径出现差异
时，则以其均值替代。人口数量值越大，间接表明县域的
人口相应增加或县的数量有增长的内生性要求。

图２　人口数量变化图（单位 人）

３．耕地面积。耕地面积作为我国古代经济总量的
工具变量，总体上呈现递增态势，与经济中心变迁和新生
产技术、经济关系的推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耕地面积
的变化间接说明城市经济实力的变化趋势。

图３　耕地面积变化图（单位 亩）

４．国土面积。国土面积采取的统计标准与人口统计
相类，统一时期以当时官方的数字为准；分裂或对峙时期
则以各国家的总和为准。国土面积指标的增长，从侧面反
映出城市数量的增多或城市统治区域的扩大。

图４　疆域面积变化图（单位 万平方公里）

５．科层体系。中国古代的科层政治体系主要表现
为文官制度，本文以官吏数量作为政治科层体系的工具
变量。管理效率和协作成本的存在，使得官吏数量相对
城市管理体系具有倒Ｕ型的特征体现。

图５　官吏数量变化图（单位 人）

（三）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ｓｔａｔａ９．０软件进行计量统计。在统计之初

先检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采用ＶＩＦ（方差膨胀因子）
方法进行检验，得出最大的ＶＩＦ为２．２９，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问题。

ｌｏｇｙ＝８．１４８６６６－０．２１１５９３６ｌｏｇｘ１＋０．１０２１１３１ｌｏｇｘ２＋
０．１５０４３９２ｌｏｇｘ３－０．０４２４３２４ｌｏｇｘ４
（０．７６３０）　 （０．６２７５）　 （０．５６７５）　 （１．２９６５）
调整的Ｒ２＝０．４６３０

表１　变量均值与标准差表

变量 各解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

Ｘ１　 １７．４０２２；（０．７６３０）
Ｘ２　 ２０．２２２８；（０．６２７５）
Ｘ３　 ６．６６８５；（０．５６７５）
Ｘ４　 ９．７５０５０９；（１．２９６５）

从数据中可以得知，中国古代的县级数量与人口的增
长呈现不规则比例。从秦朝大约１０００个县发展到清末时
期的１５３８个县，数量上在两千年的时域内只增加了５０％，
但人口却增加了约２０倍。这一方面说明了郡县制度的稳
定性，即国家的政治统治对郡县体系的路径依赖，郡县体
系从制度因素上保证了国家统治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说明
郡县辖域内统治人口具有内生的增长趋势。另外，用耕地
面积作为经济体系的工具变量，是因为在古代农本社会中
重农思想和农本制度一直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使用耕地面
积作为统计工具可以避免采用所谓ＧＤＰ衡量标准的不
足。从数据的结果可以看出，耕地面积与城市数量的发展
具有正相关的趋势；而疆域面积与城市数量的相关度则表
明疆域每扩大０．１５０４３９２个单位，可以促进城市数量１个
单位的增加；官吏数量对城市数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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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这种抑制性体现在随着城市达到一定数量后，官吏
作为政治体系的直接参与者和代理者，一方面起到维系政
治平稳统治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理性人”的利益驱使以
及不同利益阶层委托代理关系下目标函数的差异性，让其
在不断追求利益偏好的过程中和官僚科层组织的构架下

不断累积巨大的管理成本，造成对郡县数量发展的自我抑
制性。
基于相应数据的变量分析和归纳，可以尝试提取影

响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规模演化进程的相关驱动因素：
在初始地理禀赋因素的作用下，城市的选址和后续发展
会逐渐受到道德文化因素的协调影响；而城市规模的持
续发展是国家经济机制不断深化的内在结果；在政府治
理科层结构的双重作用下，政治体系因素最终成为影响
城市均衡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对应上述四种驱动因素
分别发挥主要作用的机制背景，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
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发展思想。

　　三、路径驱动因素及城市经济思想演化
　　（一）地理禀赋驱动下的城市设计布局思想
地理禀赋因素在城市建立初期起到了决定作用。

尧舜时期的部落群居制度形成了集中的聚集地，构成了
当时城市的基本雏形。［２］广义的城市产生于夏代时期，首
都城市与“九州”之间的交通网络关系形成了所谓国家城
市的主要元素。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天子－诸侯”为主体
委托代理关系的分封制统治模式，主要从居住地的变迁
体现其城市设计理念。
在城市选址与布局规划的思想体现方面，《诗经·公

刘》有载，“逝彼百泉，既景乃冈，相其阴阳”，描述的正是
周人在营建居住地时利用山水等自然条件或地理禀赋的

现象；《周易·上经》有载“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
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可见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
等地理禀赋是当时修城建市时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汉
书·晁错传》中也有“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
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的说法，反映出
尊重天地山川等地理环境的城市和建筑选址布局思想。
而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从“自然”的角度论述了

城市选址要遵循客观规律，指出城市在修建之时需顺应
“自然性”。自然性的本源就是要适应环境，利用环境达
到环境与城市的共融。《管子·度地篇》提出城市居住地
选址的依据应该“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沟防省”，
同时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
准绳”，确立了因地制宜的城市设计思想。《管子·乘马》
表明“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吴越
春秋》记载伍子胥曾以土质和水质等地理要素作为考察
城址周围的山川环境的重要标准。在宏观层面的都城、
郡、县的选址修建均受到地理禀赋的限制，而在微观层面
选址修缮时也体现了适应自然的地理因素法则。
在城与市的地理功用的思想探讨方面，“城”的防卫

理念在城的选址与修建中就已经孕育。“城”与“市”两者
在诞生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城”以防御地理性特
征为主，震慑性和居住性为辅助特征。［３］《墨子·七患》
曰：“城者，在以自守也”，《吴越春秋》曰“筑城以为君，造
城以居民”。而“市”则以经济地理性特征为主，“凡国野
之道……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周礼·地
官·谴人》），固定的市建筑在王城与诸侯国内，并建筑在
交通要道上，此时的市在功能上起到了联系王国与诸侯
国的作用。这些描述均反映了先秦时期对于“城”与“市”
的地理特性和功用方面的思想认知。

（二）经济机制驱动下的城市持续发展思想
伴随着城市的诞生和初步发展，在城市的治理机制

上逐渐产生了与城市经济功能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些
经济机制的因素为城市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和制

度保障。
赵冈认为“中国城市史发展的特色之一就是周朝所

筑之城，一开始就颇具规模，不是靠小村落渐渐扩展而
成”。［４］西周的居住地称为“领地”或“采邑”，已然具备了
城市的经济特征。城市具有较明显的功能分区，城内有
完备的通排设施。随着手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
在交通网络格局中的建立使得领主之间以及领主与王畿

之间的地域联系加强。法家思想强调并阐释“城”和“市”
的经济内涵，重视“市”的经济作用，认为“市”可以为“国
富”提供物质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家学派的治理思
想基础上建立了影响我国城市体系演化的重要经济制度

安排———郡县制度。在经济机制因素影响下的城市经
济思想具体表现为：

１．经济机制重构城市影响力格局的思想。《左传》
记载郑蔡仲认为“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礼
也。”［５］郑蔡仲表达出对春秋时期天子都城没落趋势的忧
心和认识。周的都城主要体现出政治消费性的地域特
征，都城配给制的外部性影响逐渐导致经济性扩展的相
对缓慢，商品在达到王畿城市范围内常处于停滞状态。
都城较少有可以延展的经济产业，单纯依靠诸侯与王畿
人民的供奉，难以形成长久发展的机制和持续发展的源
动力。而在其他诸侯国范围内，具有商品生产和商业流
通等经济特性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导致以城市为中心
的诸侯国影响力逐渐扩大，从而产生诸侯纷争的态势。
城市影响力的重新分割导致了思想领域的学派式发展：
维护“礼制”秩序思想、创建法理秩序思想、依照“自然”秩
序思想等。这些理念使得城市建立与发展也显现出顺应
儒学礼法标准的规划发展理念，影响都城与周围城市的
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

２．经济政策影响城市格局变迁的思想。经济增长
的源泉总体上可以分为投入的简单增长、技术进步和制
度创新三类。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其关键因素是新
兴生产关系与生产技术更加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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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可以视作经济发展的替代变量，说明城市随着辖域
面积的扩大与人口数量的增加，为维持人口的生存发展，
会选择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作为适应城市规模发展的经济

举措。农业生产需要更为通畅的生产资料与产品销售渠
道，在部分生产资料作为税赋和土地利息上交政府管理
体制后，“市”作为物品交换的场所与信息交换的中心的
作用日益突出。伴随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经济重心的南
迁，使得县的数量与县的城市功能更加充实，逐渐打破
“坊市制度”的约束格局正是城市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
重要表现。宋初李觏的富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
济政策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６］“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
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礼以是
举，政以是成。”李觏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李
觏集·富国策》）强调社会物质财富的实效功用，坚持商
业在城市内部自由经营的经济政策，鼓励城市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表现出当时社会思想家对
于坊市格局和城市中心的发展趋势的政策认知。

３．城市体系发展的周期循环思想。在古代中国城
市作为一个政治介体，经济性与文化性的功能体现也得
到了互融性发展。当城市的政治性发展趋于稳定后，城
市的经济性功能便会在此基础上更加彰显，经济与文化
的功能特征相结合，相应也会促进城市政治性的稳固。［７］

随着城市经济性的进一步发展，又会带来对城市政治性
的冲击和稳态的失衡。叶适曾明确提出城市经济社会中
的“失业”问题，他建议“听民之自为生”，并将强宗、大族、
游侠、富民看作是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势力，重视土地小
私有者和城市工商业阶层。叶适认为汉代时期就已经广
泛存在城市失业的社会现象，“王符论汉家失业之民，岁
至三十万”（叶适：《水心先生文集》），这里指的失业之民
主要是生活在城市空间范围内的中小有产者和工商手工

业阶层，他认为如果不能有效地面对这一社会问题，将会
导致政治体系破裂的严重后果，进而使得城市在王朝更
迭的背景下不断显示出形成－发展－束缚－重构的周期
循环演化过程。

（三）道德文化驱动下的城市约束调整思想
城市发展演化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道德文化的内生

力量和思想约束，同时与政治统治和城市功能的协调性
相结合。
关于城市功能与道德治理思想的结合很早便开始

彰显。《左传》记载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应当具有相应的限
制规定，城市规模要与“礼制”相适应，“王城方九里，长五
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三十雉，候伯方五里，长三
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管仲的“四民分
业”思想，将道德文化因素作为城市居民和城市编制发展
的重要原则，管仲把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个职业，并
且按照职业划分居住地，“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
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国语·齐语》）。士、工、商所居，
都在“国”（即城市）中，“国”中居民均按轨、里、连、乡进行

编制。管仲的“四民分业定居”理论的实质，是按照行业
的划分不同，把行政与区域、行业与城市规模相结合，在
保持政治秩序治理需要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集聚

和发展。此外，公孙侨也曾针对城市秩序按照礼数道德
的标准进行了“作封洫”的改革，主要思想体现为“使都鄙
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鲁襄公三
十年》），把整顿城乡秩序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指标。
秦汉时期是儒家道德思想逐步成为正统的阶段。

汉初道家的“无为”思想，使得分封制与郡县制在汉朝前
期可以并存。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
得郡县制更加适合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此后，城市的
演化发展则是在“外儒内法”或“外儒内杂”的道德思想框
架下进行。

１．道德文化的“礼仪”约束城市格局与城市功能。
城市格局与城市功能的发展要按照道德边界———“礼仪”
的标准进行定位与功能完善，城市的规划要遵循尊崇礼
法规范、奉行天道的原则，都城要体现出以“天下中心、以
中为贵”的标准，而其格局要以“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周礼·考工记》）为礼制。

２．道德文化繁荣城市经济并丰富城市定位。城市
经济的繁荣，一方面体现为以城市物质为基础的生产，另
一方面则表现为以城市精神为主的消费。唐宋时期作为
中国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城市范围内的节庆消费
和享乐性消费一度异常发达。城市中生存性消费品不断
充裕和富足，精神享乐性消费呈现多样性与大众化趋势，
发展性消费的需求日益得到重视，促使城市的功能定位
和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８］城市游乐活动和节庆活动使
得旅游城市交通服务项目趋于发展，并逐步向着开放式
城市发展的道路演进，为古代城市旅游思想的形成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

３．道德文化构筑城市发展的思想边界。城市汇聚
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及文化功能，当三种功能互为补充之
时，城市政策的实效表现为维持城市辖区的协调稳定和
经济的增长。［９］王源在城市宅地思想方面，认为城市的土
地问题应该和农村耕地区别分析，对城市用地要采取特
殊政策，城市中可令有私地，听凭私人买卖、建屋和租赁，
促进城市土地政策的实施发展。他认为在依赖政治统治
的同时，也要有道德文化思想的潜行约束，从而影响城市
治理的发展。然而，道德文化的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形
成城市突破性发展的思想约束，源于传统儒学道德体系
下对于城市商业的定位与相对限制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

策，不断促使这种条件约束形成逐渐强化的稳定性趋势。
道德文化因素不但影响着微观层面城市格局和城市功能

的协调与约束关系，同时也影响着宏观层面的城市定位
与城市文化思想的补充与修葺。

（四）政治体系驱动下的城市协调均衡思想
政治科层体系对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的发展所

起到的作用呈现出一种“促进－抑制”的动态关系。［１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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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组织式的政治体制的表现在于其完善的文官体系与

郡县制度的结合，这一制度体系的路径依赖使得政治组
织体制一旦确立后很难在短时域内实现根本的变动。官
吏作为文官体系与郡县制度的行为主体，是政治科层体
系中的代理执行者。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或城市规模的
扩大，会使得对管理官吏的需求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而当城市数量在一定程度内保持相对稳定时，官吏数量
激增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官吏层级和科层组织管理成本

的增加，进而会抑制城市演化发展路径的变迁选择。
关于政治组织体系的管理成本和管理效能的思想

认知。王安石在对于经济行政机构进行改革的过程中，
深刻认识到建立精炼有力的政治领导体系是进行经济改

革的关键。以国家治理的财政体系为例，三司下设二十
案分管各项事宜，管理体系和主管业务极其庞杂，科层体
系之间政策下达与信息传递的交易成本很高，经常导致
“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辅”，同时管理机
构冗员过多，只是“按薄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于
其间”（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对于国家的治理结构
起到了一定的反向影响。对于城市的政治治理体系而
言，“冗官”弊端和官员科层繁杂化导致的科层管理成本
激升，正是国家政治管理体系对于城市规模发展产生抑
制作用的开始。
因此，文官体系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使得政治统治体

制得以延续。文官体系继承着政治科层组织中的制度需
求，使得王朝政府在维持稳定统治的同时也促使文武官
吏体系的紧密结合，下属行政级别的划分是文官体系的
供给与郡县制度的需求二者均衡的体现。同时，科层组
织制度也制约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官吏的委托－代理关
系对政治体系具有双重作用，官吏作为政治统治的执行
者，接受君主委托成为城市或辖区的权力代理人，享有部
分的剩余索取权。而在监督成本较大和信息不对称的条
件下，官吏会拥有相对程度的权益分割“垄断权”，官吏之
间表现为权利竞争和利益争夺的经济关系。权力的委托
方君主为了追求信息不对称下的权力制衡和行政控制，
选择在官吏层级与官吏体系上进行层级式的官吏制度设

计，在无形中会不断增加科层管理的交易成本，并造成冗
官现象的出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体系的规
模扩展。

　　四、结束语
　　本文对中国古代城市演化路径的驱动因素和城市经
济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研究。通过数据回归分析，
发现经济总量的发展与城市数量的扩大有显著的相关关

系。县制的数量呈现稳定增长趋势，城市比重逐步增加。
郡县作为王朝基本的统治单位，到后期逐渐演化为所在
区域内的具备城市功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介体。

城市的发展机制自古从未间断，通过对中国古代城
市演化的路径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城市演化发展的重要
因素为：地理禀赋、经济机制、道德文化与政治体系。上
述四种因素在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特征有所不同。在城
市诞生初期，地理禀赋影响居于主导因素地位；在城市发
展中期，经济机制的内在动力促进城市发展的持续性。
在城市发展相对完善时期，经济制度、政治体系与道德文
化因素逐步融合固化，并对城市发展路径起到重要的修
葺作用。
对应于城市演化的经济思想层面，城市在营建之初

主要考虑地理禀赋因素和奉行天道的宏观原则，城市的
演化发展呈现以规模经济为主的路径趋势，［１１］而在宋以
后则转变为以政治功能为主的路径选择，体现在政府从
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上转化为关注城市功能的微观层

面，经济机制的增长动能和政治科层组织对于城市的持
续发展和均衡稳态起到了重要的驱动作用。同时，源于
内生思想体系的道德文化约束逐渐渗入城市发展演化的

进程之中，文人取士制度将儒家思想和道德文化立为评
判的重要依据，官吏作为城市管理的主体，通过思想文化
约束和道德行为选择的方式，潜在影响着城市规划发展
和城市治理思想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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